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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村民自治三十年：从基层实践到政治制度的发展之路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余孝东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自治这一源于基层的伟大创举历经坎坷，最终以《村委会组织法（试

行）》的颁布为标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走向全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项制度仍然有需要完

善的空间，尤其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但绝不可否认，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村民自治制度曾

经，并且也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自治这一源于基层的伟大创举历经坎坷，最终以《村委会组织法（试

行）》的颁布为标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走向全国。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

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指出坚持推进基层民主，在农村就是要普遍实行村民自

治制度。2017 年，正值《村委会组织法（试行）》颁行进入而立，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重要内

容的村民自治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继续前行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却起点。在“纪念《村

委会组织法（试行）》颁布 30周年暨深化村民自治研讨会”上，参与该法起草全过程的民政部基

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司长白益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区（时为宜山县）合寨村第一任村委会

主任韦焕能，村民自治第一批研究者代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等汇聚武汉，

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创新及前景展望进行了回顾、探讨。 

    村民自治的发轫与缘起 

    从合寨村成立村民委员会到 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可以看作村民自治从

无到有的萌发和推广阶段。此后一直到 1998 年，去掉试行二字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行，

是为村民自治意涵日渐丰富的发展阶段。 

    1988年 6月，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乡村选举，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制度化运作阶段。

然而，新生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推行中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地方的少数人认为：第一，村民自治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提出废止村委会组织法，建立村政权。第二，把村委会定为群众性自治

组织脱离了我国农村的实际，主张设立村公所，实行村公所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三，

村委会协助乡政府开展工作行不通，要求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把乡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由指导关

系改为领导关系。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社区建设司历史用名）司长李学举等经过实地调

研后，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村委会组织法应当继续试行，不能废止；二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性质

不能改变，不能设置村公所或村政权；三是乡政府同村委会的指导关系也不能变。这三条意见获

得民政部时任部长崔乃夫的认可后，以民政部的名义上报中央，捍卫了宪法的规定，使村民自治

在紧要关头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1990年 8月，中组部、民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在青岛莱西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

对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从理论、政策和制度上，确立了以党

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格局。1994年 2月，民政部又发布了《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

范活动指导纲要（试行）》，对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目标、任务、指导方针、具体措施等作了全面

系统的规定，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项民主制

度。1998年，经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当年 11月 4日

正式颁布实施。 

    后续到 2004 年国家废除农业税的这一时段，是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阶段，就如

何将法律和制度付诸良好的实施，真正保障亿万农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2004年，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要彻底终结延续两千余年来向农民征收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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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国税”。政策得以迅速执行，至 2005年，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省份基本上全面取消了农业税。

进入无税费时代后，农村发展环境尤其是农民与国家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自治也迎来了重

大转折点，迎来了新的实践挑战。 

    村民自治的实践创新与研究转向 

    税费改革后，迫于财政压力和管理上的便利，全国不少地方推行合村并组，村组规模扩大导

致直接参与性的自治变得愈加困难。由于多数村的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甚至本身就是空壳村，村

民自治的运行经费和村庄公共服务都依赖政府提供，大量的行政事务也依靠村民委员会予以落

实，村民委员会有泛行政化的趋势。但是，无税费时代为农村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逐渐走向

内生性发展的农村对自主、自为、自治仍然有着现实需求，一批勇于探索的改革者们立足地方实

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创新和实践。 

    湖北省秭归县是一个集山区、老区、库区、坝区于一体的农业大县，山大人稀，交通闭塞，

不仅公共服务难以到位，村民自治也难以有效开展。针对这些情况，2012年，秭归县开始探索以

自然村落为自治单元，以村落的党小组理事会为载体，以村落的两长八员为骨干，从而实现以小

村落自治推动整个行政村自治的村民自治新模式。 

    四川省都江堰市坚持以适度规模院落区为基本单元，通过重构自治单元，搭建平台，实现群

众能自治，健全院落小区党组织和服务代表会，管委会等一组三会的支持架构，搭建起物业管理、

矛盾调解等群众自治参与的平台；依需确定自治内容，激发活力，实现群众自治，结合群众需求，

理清职责，有效激发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合力；强化制度保障，健全机制实现群众自治，让群众

充分参与。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清远市在实践中以行政村为单元的村民自治模式因管辖半径过大，

人口众多，利益关联缺失，村民小组一级没人管事、没人理事，造成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对

自治没有参与的热情和动力。2012年，清远市开始以完善村民小组（自然村）基层组织、强化自

治能力为突破重点，推动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将自治沉到村落。建立健全村民理事会组织，通过

运用农村内部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在村民小组建立健全经济合作社，把发展

经济重心从原来的行政村下沉到村民小组，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利用本村资源，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从而提高村集体组织的凝聚力和办事能力。 

    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新发展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研究的转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紧随村民

自治在基层的发轫，围绕村民自治展开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以“价值—制度”研究范式聚焦

村民自治民主价值的讨论，经历了较长时段的热潮。进入新世纪后，村民自治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开始转向有效治理层面，开始并逐渐注重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讨论。代表者如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邓大才教授提出，利益相关、文化相连、地域相近、规模适宜、群众自愿等是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重要条件，建议基于地理居住特征，探索合适的自治单元，建构多元化、多

层次、多样化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体系，真实有效地实现村民自治。 

    走过三十年，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内容的这一地位已经得到确

立；然而，这项制度仍然有完善空间，尤其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村民自治的落地过程亦非

一路坦途。但绝不可否认，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村民自治制度曾经，并且也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认为，村民自治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它不是历

史的简单复归，而是经历了产权重大变革后新的制度设计。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以民主方式把分散的农户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民主化率先从农村开始的实践逻

辑。村民自治的丰富实践还把政治学从殿堂引向了田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问题来源。只

有从不同情况出发才能选择最合适的村民自治形式。而村民自治面临的情况甚为复杂多变，更需

要学界广泛调查，深入研究。 


